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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光军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节选1998年—2007年期间有关孟子研究的文章。虽然马王堆帛书

和郭店竹简分别出土于1973年和1993年，但由于《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才由文物出

版社出版，之后相关的研究著作、论文才大量出现。有关孟子思想，郭店竹简虽涉及

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思孟学派和五行的问题。2002年起又引发儒家伦理思想的

大讨论，其中涉及到孟子的主要是对“舜窃负而逃乐而忘天下”不同理解的问题。大

体上，郭店竹简可以说是“古”的问题，儒家伦理的讨论可以说是“今”的问题，期

间也有中西角度，这样，古与今、中与西在这十年间把孟子思想研究推向了新的时代

高度。 

关键词：孟子，研究，思孟，五行，舜  

一   出土文献作为孟子思想的前奏 

关于思孟学派的存在及其思想传承。李学勤认为郭店竹简“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

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他确定

竹简出土墓葬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0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认为思孟学派的存在是无疑的。对

于郭店竹简的地位，庞朴先生将其定位于“孔孟之间”[②]。现在多数学者都认可了思孟学

派的曾经存在，而李泽厚则认为“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

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如何，并不清楚）。相反，

竹简明确认为‘仁内义外’，与告子同，与孟子反。因之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

忙，未必准确”[③]。 

五行问题。在马王堆帛书出土时，庞朴最早指出荀子批评思孟的“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

这在很大程度上对长期以来的争论不休的五行问题给出了最新、最为合理的答案。郭店竹简

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庞朴的观点。李锐认为“荀子的种种说法都是确有其指的”[④]。由于

存在两种“五行”，就存在着二者出现先后及思想变化的问题，在顺序上，庞朴以为帛书

《五行》有经有说、而竹简《五行》有经而无说，所以竹简《五行》在帛书《五行》之前。

陈来继续结合荀子的“子思唱之，孟子和之”，认为帛书《五行》中的“经部为子思所作，

说部为孟子所作”[⑤]。在新出土材料基础上，很多人认为儒学传承顺序是孔子、郭店竹

简、帛书、孟子，但李存山则认为是孔子、郭店竹简、孟子、帛书[⑥]。多数学者从考古时

间上认为竹简在帛书之前，但池田知久以五行顺序等为根据认为帛书在竹简之前。很多学者

认为竹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的区别是“圣智”与“仁义”的区别。如邢文认为“较之

楚简《五行》，马王堆帛书《五行》已失却了子思《五行》的原貌；楚简《五行》当更近子

思之说”，“帛书《五行》失却子思本义最重要的方面，表现在‘圣智’之论。”[⑦] 如

李存山引用邢文观点“楚简《五行》‘圣智’的线索，在帛书《五行》中已近不存”，并认

为帛书“编者不明或有意削弱圣、智的重要性，其结果是提升了仁、义在诸篇中的地位”

[⑧]。陈来认为“可以说，帛本总的倾向，是突出仁义说在全篇的优先地位”[⑨]。竹简五



行为仁义礼智圣，帛书五行为仁智义礼圣，《孟子》中是仁义礼智圣，看来五行的讨论还会

持续下去。 

二  孟子思想内部研究 

孟子思想体系的先验性必然要涉及到天与命、性与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孟子思想中有段话

被（前贤）梁启超称为“向来难解”[⑩]，即《孟子．尽心下》中“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

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

子，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谓命也”。（前贤）戴震把此处的命解释为“限制之名”，（前贤）傅斯年以为此处性与

命相通，“性中有命，命中有性。”[11] 而此处的性与命恰恰是相反、相对的。 

关于天，就孟子思想本身而言，张奇伟区分了孟子思想中的几种天，但最终认为“天外在于

人”[12]。杨海文看到孟子思想中存在着性与命、天与命的差异[13]。从儒家自身历史来

说，杨泽波讲“将孔子、孟子、《中庸》、《易传》连成线，则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儒家不断

为其道德寻找形上基础的意图”[14]。关于先验性的理解，杨泽波指出“天志明鬼是墨子为

其思想提供的一种形上保证”[15]。对于儒家思想的先验性，他不同意牟宗三的看法，区分

了孔子与孟子，认为“虽然孔子也留有先前思维方式的痕迹，而且这个痕迹成为后来儒家道

德形上学发展的源头，但孔子自己并没有直接以天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指出“孟子为了

解决性善的根源问题，不得不重新回到天上，回到殷商天论的源头”[16]。“为了证明天是

性善的终极原因，孟子重新启用了《诗》、《书》的天论传统。”[17] 随着郭店竹简的出

土，《性自命出》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成为解读儒学理论先验性的重要环节。丁为

祥指出“《性自命出》正可以看作是孔子到《庸》、《孟》性论的中间环节”；并指出

《庸》、《孟》既有对《性自命出》的继承、又有发展，“《性自命出》的以天论性是从现

实的人性向天命追溯，而《中庸》则直接以天命规定人性。”[18] 杨、丁的合理之处在于

有纵向历史感、看到了孔孟差异、看到了墨家有自己的形上系统、并结合出土材料也从儒学

自身历史来找到了一个“从《性自命出》到《孟子》再到《中庸》”的发展线索，这使得似

乎儒家与墨家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形上系统；或者说在儒家的孟子看来，根本不需要在为自身

理论建立形上根据方面从墨子思想中学习什么、只需要在儒学自身系统内寻找就足够了；但

丁原明指出“过去有不少论者将《孟子》书中的‘天’等同于殷周的‘天命’论，这种看法

有违于该书的原旨”[19]。这样就基本否定掉了孟子的天主要来源于殷周，那孟子的作为形

上的天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仅仅在儒家自身系统内寻找形上根据，至少有几个方面需要再思考：一，《孟子．万章上》

讲“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多数学者（论著、论文）大多以此为据

认为孟子中的天与命相连，或者认为儒学的天与命区分是到了朱熹时才有的[20]。但这些观

点显然不能解释：孔子思想中有多处天与命相连，讲“畏天命”、“知天命”，但孟子讲知

天、知命、就是不讲“知天命”；或者说孔子讲“知天命”，到了孟子就变成了“知天”，

为什么？二，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虽然可以看出把性与天相

连、为人性理论提供形上根据的合理之处，但《性自命出》还可以得出性与命相连、天与命

相连的结论，而在《孟子》中，性与命、天与命主要不是相连、相通而恰恰是相反、相对；

在《孟子》中除了那一句话中的天与命大体相通之外，再也不会找到天与命相同、相通之处

了。如孟子的“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中的天都不允许替换为命，即孟子

中的天与命有与郭店竹简相同、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对之处，仅仅以为孟子的天与命是



继承郭店竹简而来的显然有简单化的倾向。三，就是郭店竹简中虽有天与命，李泽厚也指出

“竹简有‘天’、‘命’，却未见‘天命’连用”[21]。简而言之，孔子那里天与命还经常

连用，但在孔子之后（包括郭店竹简），天与命却逐渐地基本不能连用，在孟子中天与命还

主要是对立的，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而这些仅仅在儒家自身纵向系统内来思考显然并

不能给出合理答案。杨泽波认为孟子的天是回溯殷商之天而得来的，但丁原明否定了孟子的

天等同于殷周的天。或者说，如果孟子的形上天主要不是从殷周之天回溯而来，那么他的形

上天很可能是从哪里得来呢？这只要跳出儒学的特定角度，站在哲学的立场上，引入横向的

墨子区分天与命、用天而非命的截然不同的处理天与命的态度，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而简

单的答案，即孟子严格区分天与命的做法很可能是从墨子那里学习而来的。进一步，孟子先

验的道德理性主义立场决定了他会把性与心、与天相连，而人性的本质就（应）是仁义礼

智；与之相对，命与性相对、命与天相对，也就只能与性（仁义礼智）之外的食色、感性生

命等因素相连了。孟子以为理性是人性本质、自然四肢感官就不是本质（性）而只能是外在

的、次要的了（命）；孟子以道义为本质（性），相对而言感性享受如食色就只能是外在的

（命）、而非内在的本质（性）了。如此一旦加上墨子区分天与命、孟子借鉴之并进一步区

分了性与命，则“性也，非命也”、“命也，非性也”一段话就会得到非常简单而清晰的理

解，即告子的“食色性也”在孟子这里就被调整为“食色命也，非性也，君子（此处君子很

可能就是孟子）是不把食色当作性的”；“常人把口目耳鼻四肢的享受当作人性（本质），

但还有一个性之外还有命，君子（孟子）是不把口目耳鼻四肢享受当作人性（本质），而是

把它们当作外在的、次要的命的”；“常人把仁义礼智当作外在的束缚（命），但在命之外

还有性，君子（孟子）是不把仁义礼智当作外在束缚（命）的、而是把仁义礼智当作人内在

的本质（性）的。正确理解这段话，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要跳出儒墨互批的是是非非的简单立

场、敢于承认儒墨还有互学（此处主要是孟子学墨子）之处。历史来看，韩愈早就说过应

“孔墨互用”；张岱年亦讲过“孟子是以孔子思想为基本，吸取杨墨之长处，而加以改

造”。 

性善及性质。杨海文把人定位于禽兽与圣人之间[22]，张应杭认为“无论我们如何界定人

性，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现实的人性中总存在着许多非人性（兽性）的东西，而这种非

人性的东西正是人类自身在德性修养中应予以摒弃的。这种摒弃有时会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

程，但也正因为这种痛苦才显示了人格的高尚和尊严。”[23] 辛丽丽从性善的伦理、人

性、天道三个方面分析了孟子的思想体系[24]。陈赟通过区分认知与引导，指出孟子性善论

不同于告子等理论的原因在于告子等人的理论往往导致“以情代性”，属认知性概念；而孟

子的“性善，不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也不是一个理论性的规定”[25]。 欧阳

祯人认为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性”与“情”的系统论述“正视了人的原初本质、本

性，从主体性的高度，为儒家哲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人性基础”[26]。李有兵等

论证了郭店竹简在心与性上形成了心性不二的天人关系框架[27]。郭齐勇把郭店竹简的情、

性与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比较[28]。梁涛则结合郭店竹简“节性者，故也”，对《孟子》中

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29]进行了一定解释。 

性善四端与仁义。很多人如丁四新指出郭店竹简中的“四行”为仁、义、礼、智[30]。张奇

伟认为“整体说来，孔子却未对丰富庞杂的伦理道德概念群进行整理、归类、排序的工作。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四个概念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

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31]。李凯指出“仁义是孟子思想中的核心范

畴”[32]。陈少明对忍[33]的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由于孟子只解释了仁为恻隐之心，对义

相对缺乏解释，梁启超对此曾有过感慨；倪梁康撰文“试图论证‘羞恶之心’甚至也能同



‘恻隐之心’一样构成他所推许的内在道德意识的先天来源”，以至于我们“目前至少可以

在自然本能中间找到两个道德意识的来源”[34]。关于义，杨泽波认为“‘义’字的主要含

义是‘宜’”[35]。 

仁、义之间的关系。（先贤）梁启超讲过“仁义对举，是孟子的发明”。张岱年讲过“孔子

哲学的中心观念是仁，孟子哲学的中心观念则是仁义”，并认为孟子“将义与仁并举，大概

是受墨子的影响”。庞朴在郭店竹简出土后讲“孟子总是仁义并提，而孔子只是谈仁。这批

竹简，也把这一过程给写出了”[36]；徐洪兴提到过仁义连用[37]；冯浩菲提出过仁与义的

“对释”[38]；罗新慧提出过郭店楚简中“多有将仁、义对举或并举之处”[39]；高丽梅提

到过“仁义并举”[40]；刘丰提到过孟子仁义并举[41]；徐克谦指出“在儒家经典中，‘仁

义’经常并提”[42]。 罗新慧分析了郭店竹简的《唐虞之道》，认为“《唐虞之道》篇的

‘仁义’观念已与早期儒家所运用的道德范畴有所不同，这里的‘仁’主要是指血亲之爱，

而‘义’主要是有别于血缘亲情的一种伦理原则”[43]。魏义霞区分了孔子之仁与孟子之仁

的同与异[44]。 

知言养气与浩然之气。杨泽波认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谈的是‘知言’，‘不得于

心，勿求于气’谈的是‘养气’；‘知言’与‘养气’是两回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

联系”[45]。白奚认为“孟子的心气论不是上承孔子，而是受到了同时代别家学说的影响。

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管子》中都有丰富的心气理论。孟子久居齐国，受到齐地学术

代表《管子》一书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46]。张光成也认为“《管子》的精气说是孟子

‘浩然之气’范畴的历史来源”[47]。张奇伟在冯友兰关于气的两种定义基础上认为孟子的

浩然正气是“心志之气而非生物之气”[48]。晁福林也认为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在强

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49]。 

孟子、舜“窃负而逃，乐而忘天下”的大争论。从2002年至今，就涉及孔子的“父子互隐”

和涉及孟子的“舜窃负而逃”展开了对儒家伦理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2004年曾结集成《儒

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以下引文只注页码者）。首先是刘清平撰文就

“舜窃负而逃乐而忘天下”的行为认为“受到孟子赞许的舜的这一举动，几乎从任何角度

看，都是典型的徇情枉法”，就舜封弟象于有庳的行为，刘清平认为“受到孟子赞许的舜的

这一举动，几乎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典型的任人唯亲。”[50]（争鸣集889页）“舜其实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本记述可资证明的曾经从事某些腐败行为的最高统治官员。”（争鸣

集893页）认为孟子“真诚地歌颂了两个无可否认的腐败行为”（争鸣集893-894）。郭齐勇

撰文不同意刘清平的观点，认为舜是“儒家的楷模”、“儒家的典范”，“舜父杀人的出现

是一个个案而不是普遍现象。”“舜放弃天下，看起来是不负责任，然实际上是负了更大的

责任，即不愿意因自己家里的个别问题而损害整个社会伦理，引起伦常秩序的坍塌。”（争

鸣集16页）杨泽波撰文认为舜“窃负而逃”事件“只是师弟之间的一种设问，并非史实”

（争鸣集64页）。并指出“仁者爱人不等于将爱普泛性地指向任何一个人”（争鸣集75

页）。丁为祥指出舜封象于庳是“宽恕之德”（争鸣集203页），认为舜窃负而逃是“尽孝

之道”（争鸣集211页）。当然争鸣集中还有多位其他作者，角度也不尽相同，暂不赘述。 

其实无论是在争鸣集之前还是之后，关于儒家伦理的反思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没有如

此集中罢了。争鸣集之前，戴庆康指出“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

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

张。”文章还引用了石渚作为法官私放其有罪之父、但却在楚昭王赦罪之后甘愿自刎以积极



承担责任。作者进而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是不需要法治，而是法治根本不可能产

生。”[51] 争鸣集之后，如崔大华从私德与公德的角度分析了儒学在公德上的缺弱[52]。

孙文礼则从家庭与国家关系在历史上的此消彼长、友爱与公正的两难等角度分析了批判与维

护舜行为的双方的立场[53]。尤其是争鸣集出版之后，邓晓芒[54] 采取中西、古今对比方

法对郭齐勇一方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为了自己家庭的和睦而不惜损人利己、蔑视人

权、践踏公义，如果加上利用职权逃避惩罚，那就是地道的腐败”。“如果说，在两千多年

前的先秦时代，人们还认为杀个把人无关紧要，舜主动放弃最高公职而将杀人的父亲‘窃负

而逃’还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美德’的话，那么在把人的生命看作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现

代社会，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徇情枉法的腐败行为了。”“按照历史主义的立场，我们固然

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但也不能把古人的标准用来限制今人。”“显然，舜这样的

人不适合于当天子，缺乏‘天下为公’的胸怀，至少‘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比他要合适的

多。”“但他的不适合并不是因为他‘有着曾经杀人的父亲’……而是因为他包庇了杀人的

父亲。如果他不是包庇、而是听凭法律（皋陶）制裁父亲，他仍然会适合、甚至更加适合当

天子。”邓晓芒的文章接着又引发了在《学海》等杂志上一系列后续讨论。 

其实，仅就新出土的基本处于孟子之前的郭店竹简来说，庞朴在郭店竹简出土之后针对其中

《六德》的排列顺序就曾感慨“好一个窃负而逃！好一个为父绝君！困扰着后儒两千年的忠

孝如何两全的苦恼，原来曾是很容易便能解开的”[55]。就问题而言，似乎有几个问题很值

得关注：一，为什么《孟子》中两个案例都涉及的是舜而不是其他人，不能换成是孔子或是

禹吗？这一问题看似问的不伦不类，其实大有关系。二，郭齐勇认为舜窃负而逃是个案、不

是普遍现象？杨泽波指出了这是设问不是史实。历史中舜父没有杀人，舜事实上也没有窃负

而逃；问题是在这一问答中孟子却希望舜如此做，在事实上虽不成立，但作为推理，在逻辑

上当然可以如此推演；或者说舜只不过是孟子思想的代言人。三，舜（孟子）的两个行为实

际上反映了家与国、情与理、仁与义之间的关系，舜（孟子）窃负而逃似乎可以说是个案，

但在孟子处理家与国、情与理（在家中）、仁与义时，孟子（舜）的立场一再表现出家优于

国（甚至认为家大于国）、（在家中）情优于理（义）、仁优于义（仁大于义）的特征；就

孟子思想中家优于国而言，孟子（舜）的行为是孟子一系列行为中的一件，是逻辑的必然；

这种立场涉及到舜、周武王、匡章、孟子、禹、纣王、陈仲子等人，这在孟子思想中是非常

重要的问题。万光军[56]指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明了孔子主要是一种国优于家

的集体主义立场，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说明孟子主要是家优于国的宗法主义立场，孔

孟思想在此有所差异；历史后来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在主要立场上纠正了孟子、而认同

了孔子，法家批评的家国观主要是孟子的家国观而主要不是孔子的家国观。并且舜既是国中

天子、又是家中孝子，舜的双重身份如发生冲突会把孟子与舜推至极为尴尬的境地。大前

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小前提：舜是天子、君主，并且舜视天下悦而归己

犹草芥。结论：天下人视舜为寇仇。即虽然孟子视舜为自己心中的完美偶像，但他的思想却

会推出舜是天下人寇仇的结论，这恐怕是孟子很难接受的，而这不过是舜双重身份、双重标

准的必然产物。  

相对而言，郭齐勇等一方注重了传统文化较为积极的一方面，刘清平等一方更多注意到了传

统文化较为消极的一方面；郭齐勇等较多看到了传统文化过去曾经存在的方面，刘清平等更

多对现在社会发展给与了关注。郭齐勇等更多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刘清平等更多看

到了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地方。因此这次讨论虽然主要是古与今的争论、也多少涉及

到中与西的思考；这次大讨论似乎可以说是五四之后对儒家伦理思想所进行的较大范围、较

为深刻的大讨论，恐怕不会一时停止下来。 



孟子的理想人格，一般沿用孔子“仁且智”的结构，认为孟子的理想人格也是“仁且智”，

如杨海文指出了 “孟子以仁且智为成就圣人的内在根据”[57]。但孟子的理想人格是“仁

且智”还是“由仁义行”是可以讨论的。万光军[58]分析了《中庸》的“仲尼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认为孔子是不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而孟子的立场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

武”；孟子最高的理想人格不是孔子、而是（尧）舜。在孟子中舜被提及97次，孔子81次。

孟子与舜是二而一的关系。在仁义上，舜“由仁义行”；在抽象人性平等上“人皆可以为尧

舜”；在人性差等上“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在家国一致时舜是孝子加天子；在

家国不一致时舜又“窃负而逃乐忘天下”体现了家对国的优先，即孟子的主要观点都是让舜

来代言的。相比较而言，孔子讲“尧舜犹病”、而对禹“无间然”；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

禹”，至少孔子、荀子不会把舜置于最高；如果以孔子（或荀子）的标准为标准，舜就很难

或不会成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典范；但要说舜是孟子思想的最高典范却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 

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长期以来大都沿用东汉赵岐在《孟子注疏》中的解释，并多

从这句话对传统文化及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分析，如黄镇清等[59]把孟子的“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与《孝经》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相连接，从道德、礼法

角度说明传统社会对无后的干预。刘英民[60] 看到关于“三”，赵岐的解释并不尽合理，

于是把孔子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三部分作为孟

子这句话中的“三”的内容。以上赵岐等人的解释都把“三”实体化了、是顺着孟子思想来

解释、不曾怀疑孟子观点的合理与否、尤其是未曾涉及到孟子这句话的背景人物、也未把孟

子与孔子关于孝的内容进行比较。万光军等提出此处的“三”是虚指而非实指；《孟子》中

不但有“不孝有三”还有“不孝有五”，而“不孝有五”中就没有什么“无后为大”，这在

逻辑上在孟子思想内部是不允许的；实质而言，孟子这句话的背景是舜、是为辩护舜“不告

而娶”的严重（形式上）不顺父母的行为而提出来的；孟子这句话基本上是为辩护舜的临时

权变、本质上是不成立的；补足“三”的努力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应该用孟子的“以意逆

志”的办法、而不应该简单顺着孟子来解释；孟子的这一权变虽然使得舜的行为合法了，但

却在历史上产生了严重不良的连锁反应[61]。 

三   孟子与非儒学派 

孟子与管仲。黎业明对孔孟对管仲评价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孔、孟对管仲评价的差

异，主要由他们的个人性格、自我评价以及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不同所导致”[62]。 

孟子与杨墨。丁为祥指出“从儒家来看，其所以要以孝弟为本，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关键是

为了突出其仁爱意识的发端性、起始性和根源性，并非说其仁爱就仅仅停留于亲其所亲、尊

其所尊的范围，但墨子却恰恰从其仁爱之亲亲起始看到了其当下之所未亲，从其尊尊的起始

看到了其当下之所未尊，因而正因其亲亲、尊尊指责其陷于‘亲疏尊卑异也’。这说明，墨

子对儒家的仁爱说一起始就作了反向的理解。”[63] 徐华认为“儒、墨、杨三家之间的分

歧与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忠’、‘孝’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上”[64]。苗润田则指出了

杨墨思想“由于‘兼爱’与‘亲亲’相悖而非仁，‘为我’与‘敬长’相抵而非义”。并认

为孟子称杨墨为禽兽是“非以禽兽喻杨、墨，它只是一个学理的阐释，一种理论的批判，而

不是一时激愤的情感宣泄”[65]。 

孟子与告子。关于告子的食色性也。梁涛认为“告子提出‘生之谓性’，显然是源于古代

‘以生言性’的传统”[66]。关于告子的学派归属，杨泽波引用梁启超、钱穆等人的观点认



为告子早年学于墨家，应属墨家一派[67]。但学于一派未必忠于一派，墨子就曾学于儒家、

孔子，但最终还是“背周道而用夏政”，建立了不同于儒家的墨家；并且告子的“仁内义

外”、只爱己弟不爱人之弟与墨子的兼爱相差很大；还有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墨子的“三

患”、“七患”似有关联，其实告子是自然人性，墨子是社会人性（只不过是感性人性而非

孟子的理性人性）；告子的重食色与墨子生活的粗劣差别非常明显。 

孟子与基督教。俞吾金认为“性善论作为儒学的主导性的人性理论，其优点是立意较高，充

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的、可向高尚的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缺点是必然忽视作为外在强制法律的重要性，也必然会在政治上

忽视权力制衡的必要性，从而给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造成了文化心理上的障碍。以‘原罪

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恶论作为基督教的人性理论，其优点是倾向于对法律上的权利和义

务、对政治上的权力制衡的重视，其缺点是对人性完全失望，从而导致道德和宗教的衰微、

人际关系的冷漠”[68]。胡卫青从基督教传教士在孟子性善理论理解的分歧上入手讨论了中

西人性论的差异[69]。贺璋榕认为“对人性是德性或罪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以孟子为代表

的儒家伦理和基督教神学关于人的道德实践与道德追求的目标的不同”[70]，作者也指出了

基督教罪的希腊原文是hamartia，原意是“射箭未射中”。赵杰指出“孟子与保罗代表着两

个性质迥异的文化传统”，“一直以来，对于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面对

基督教和儒学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真理言说，要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甚至作出非此即彼的

选择，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们更容易接纳儒学的真理，而将‘上帝的真理’

纳入思想史的传统按照人思想的逻辑、规律和必然性加以考察和判断的结果，当然是判‘上

帝真理’为谬误。但是，如果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先知—使徒’传统关于‘上帝真

理’性质的言说，就有理由反过头来思考思想观念系统所可能存在的问题。毕竟人是一种有

限的存在，而人的存在本性（无论是‘知性’，还是‘德性’）的局限性、被动性和不完满

性又始终是人必须加以正视的人生问题。”[71]  

四   孟子与政治 

关于儒学与政治，杨国荣从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从理论上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

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72]。杨泽波指出孟子的王道主义是“理想化的君本论”，

“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着巨大的张力[73]。万昌华指出孔子孟子“关于国家

政治体制的思想不是专制性的，而是契约性、人民性、民主性与社会公正性”[74]。 

道德人格与政治。马振铎指出孟子“藐视大人、权贵的新价值观念与孔子的‘畏大人’在精

神实质上是有差别的”[75]。张之锋则对孟子思想中的道统与政统有所分析[76]。王杰则把

君臣关系纳入社会分工领域来进行了考察[77]。 

孟子与革命，蔡方鹿指出（先贤）蒙文通明确提出过革命学说当导源于孟子，并对于今古

文、改制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历史梳理[78]。万光军则从独夫与民贼、贼仁与贼

义、大过与小过、贵戚之卿与异性之卿的区别与联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孟子对革命

的出现作出了巨大贡献[79]。 

孟子与荣辱观。邓球柏认为“孟子的荣辱观是以仁与不仁为标杆的”[80]。韩东屏则从荣辱

心的由来、强化、向导、意义和限度进行了分析[81]。 

孟子与环境保护。方克立[82]指出“‘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



“我们的先哲提出了许多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生态智慧，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

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不无启发意义。” 张世英指出儒家的天人合一应始自孔子，并且

孟子的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83]。刘学智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

其主流精神是指建立在道德心性论基础上的主、客未分的‘天人一体’，而非以自然为本和

表现为主、客分立关系模式的‘天人和谐’”[84]。杨泽波区分了自然的天人合一和道德的

天人合一，认为“在孟子思想中尽管也包含自然天人合一的内容，但那绝不是孟子思想的主

导部分，孟子追求的是道德的天人合一”[85]。 并认为“不宜将孟子有关环境的论述作为

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部分，把孟子打扮成一个战国时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86]。还指出

道家是实有形态的天人合一、而儒家则是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87]。 

在近期国学、孔子、论语“热”起来之后，孟子思想也进入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新阶段，古与

今、中与西的讨论再一次展开，这非常需要学心与公心的参与，非常需要谦虚与平等的交

流。好在这是在孔子、论语热之后，人们对儒家文化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好在讨论虽然激

烈、但基本未是在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好在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之下的讨论，

人们可以进行相对热烈而充分的讨论，这对全面而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积极而合理引导社会

向前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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